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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江苏省太湖流域的水污染防治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中提取水环境政策的影响因素，运用相关性
分析方法分析政策、气候和水质之间的关系，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政策、气候和水质之间的因果关
系。实证分析发现: ( 1) 政策对水质的影响差异显著。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对Ⅰ～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
比和Ⅴ类水质占比影响显著，生态补偿政策对Ⅳ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和水质总分影响显著，农业污染
源防治政策和生活污染源防治政策对水质的影响不显著。( 2) 气温和降水量对水质的影响差异显著。气温
对Ⅰ～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比、Ⅴ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和水质总分的影响均不显著; 降水量在
99%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Ⅴ类水质占比。据此，提出推进工业污染源防治、完善水污染防治的生态补偿、发
展城市清洁和绿色农业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改善太湖流域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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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河湖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出台水污染防治、流域
生态补偿等水环境政策，以促进河湖水质的改善。太湖流域地处经济发展迅速的区域，污染形势更为严
峻。为有效治理太湖污染问题，流域内的江浙沪纷纷制定相关政策，旨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太湖流域水污
染问题。其中，江苏省太湖流域水环境政策的实施时间最长，政策设计方案也更为丰富。在太湖流域水环
境政策实施多年之后，进一步分析太湖流域水质改善的政策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水环境政策和水环境评估的研究
环境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降低环境污染以改善环境质量。针对环境政策对环境质量所产生的影响，学
界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研究，均认同环境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质量。傅伯杰等对中国环境政策
进行综合评估，指出环境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起到了较好的抑制作用［1］; 刘强和 Connor
等针对不同环境领域的政策进行评估，同样发现环境政策对改善环境状况发挥了积极影响［2－3］。水环境政
策是典型的环境政策，中国的水环境政策通常包括水污染防治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水环境政策的主要
目标在于减少河湖污染以改善水质。河湖污染源主要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学界
对这三类污染源与河湖水质的关系进行研究，证实了三大污染源都会对河湖水质产生显著影响。( 1) 在
工业污染源方面，学界较为关注工业发展和工业排污对河湖水质恶化的影响。Ebenstein 对中国工业发展
的影响进行研究，指出工业发展会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进而影响居民健康［4］; Nath 分析指出工业
污染会导致河流水质恶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化的水质优化管理政策，以确保政策实施不会阻碍工业
发展，同时又能够改善水质［5］。( 2) 在农业污染源方面，学界较为关注农业生产活动对水质的影响。研究
发现:①农业集约化发展使用的化肥和农药借助农业径流和大气沉降将一些营养物带入河湖，成为地表水
质的非点源性污染源。Cirello 等研究指出，农业生产中硝酸盐等的大量使用与地表水质恶化之间存在明
显的因果联系［6］。②农业可耕地面积的增加有可能扩大污染范围，从而导致地表水质恶化。Mattikalli 等
研究指出，地表水中硝酸盐含量增长与可耕地数量上升有关［7］。③土地利用方式特别是农业用地和城市
用地的差异性，会直接导致不同的污染物注入地表水。Tong 等研究指出，农业用地和城市防渗性用地导
致更高水平的硝酸盐和磷注入河道［8］; Fisher 等研究发现，家禽养殖区域附近地表水的磷、氮和粪便大肠
菌群的含量明显高于城市污水［9］。( 3) 在生活污染源方面，学界较为关注生活排污、空气污染和污水处理
等对河流水质的影响。Liu 等对太湖流域的污染源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排污是太湖污染物
中氮和磷的最大污染源，且大气沉降将空气污染带给地表水，导致太湖水质氮含量增多［10］; Chon 等研究
指出，污水处理厂的排水会导致河流重金属含量增高［11］。
为了提升河湖水质，政府针对河湖水质的污染源进行污染防治政策的设计，将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导向
水环境政策的效果评估。学者们研究发现水污染防治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能够取得不同程度的政
策效果。Taylor 等评估发现地表水功能转换( 从农业用水转换为城市用水) 对环境产生了显著影响［12］; 张
培培和闫晶晶等对城市污水治理政策和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等进行评估，发现水污染治理取得了一定成
效，强调应研发新的污水治理技术以促进污水治理政策目标的达成［13－14］; Wu 等研究了潮白流域通过生态
补偿鼓励农民弃种水稻而转种旱作物所产生的影响，发现这一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降低了化肥和农药的
应用，使得河流中氮和硝酸盐的含量减少，进而改善了密云水库支流的水质［15］。
但是，学界对影响河湖水质的具体政策的研究相对薄弱。目前，环境政策影响评估的相关研究较为关
注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且侧重于分析环境政策实施带来的经济影响［16］，对环境政策和环境
质量改善之间的关系重视不足。同时，学界研究河湖水质污染时侧重于识别具体的污染物( 源) ，在环境
质量的监测中将政策视为测量的外在条件，未将政策直接纳入环境绩效测量中，即使专门对太湖流域水环
境政策进行分析的相关文献也未针对具体政策对太湖流域水质改善的影响进行深入剖析。
(二)江苏省太湖流域的水环境政策
近 20 年来，江苏省针对太湖流域水污染恶化的形势，出台一系列太湖水污染防治政策和生态补偿政
策。1996 年至今，江苏省出台并四次修定了《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明确要求太湖流域要防治工
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针对工业污染源，要求发展节能降耗新兴产业，对落后产能实行项目限批
和区域限批制度，对重污染行业的排污企业进行提标改造和深度处理，并提高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能力; 针
对农业污染源，要求改进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发展生态循环和绿色有机农业; 针对生活污染源，
要求改善污水处理设施，提升城镇污水处理能力。2007 年 5 月，太湖蓝藻水华的暴发促使江苏省政府在
太湖流域引入生态补偿政策; 2007 年 12 月，江苏省颁布《江苏省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办法( 试行) 》，决定在
江苏省内太湖流域的部分入湖源流断面试行区域生态补偿以提升水质; 同时出台的《江苏省太湖流域环
境资源区域补偿试点方案》选择太湖流域的丹金溧漕河、通济河、南溪河、武宜运河、陈东港等河流进行断
面水质考核与单向补偿试点，规定上游水质未达标要补偿下游，入湖水质未达标则向省级财政缴纳补偿
金; 2009 年，江苏省在试点基础上出台《江苏省太湖流域环境资源区域补偿方案( 试行) 》，确保太湖流域
监测断面全覆盖; 2014 年 10 月开始实施的《江苏省水环境区域补偿实施办法( 试行) 》，实现了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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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向补偿向双向补偿( 水质未达标上游补偿下游，水质达标则下游补偿上游) 转变。
在水污染防治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颁布实施期间，江苏省境内太湖流域的水质明显好转。本研究以
2008 年第三季度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为时间节点，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提供的断面水质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发现Ⅰ ～Ⅲ类、Ⅳ 类和Ⅴ 类水质月均占比分别从 2． 55%、17． 42%和 17． 34%上升至 22． 41%、
36．81%和 19．21%，而劣Ⅴ类水质月均占比则从 62．69%下降为 21．57%。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认
为太湖流域水质的改善与水污染防治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如《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
( 2013 年修编) 》将 2010 年和 2005 年太湖湖体及环湖河流的年度水质数据在高锰酸钾、氨氮、总磷、总氮
指标上进行比较，指出太湖流域水质治理成效显著［17］;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的朱玫比较分析了
2016 年和 2007 年太湖湖体、15 条主要入湖河流以及 65 个重点断面的水质变化，指出太湖流域水质改善
效果明显，并进一步分析指出太湖流域水质改善主要得益于江苏省太湖治理政策的实施［18］。但是，通过
简单地比较相关政策实施前后的太湖流域水质，得出太湖流域水质改善与水污染防治政策密切相关的结
论不够客观。而且，太湖流域水环境政策体系涉及水污染防治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这两类政策又涵盖了
工业污染源防治、农业污染源防治、生活污染源防治、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而朱玫的研究并
未进一步分析具体政策对太湖流域水质改善的影响效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江苏省太湖流域的政策与水质数据为基础，从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政策和生态
补偿政策的文本中提取政策变量，进一步分析这些变量与太湖流域水质改善的关系，从而揭示出太湖流域
水质改善的政策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置与数据收集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水质。由于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容量较少，太湖流域重点断面水
质自动监测周报的数据收集时间较晚，江苏省水环境质量状况月报到 2014 年仅有定性语言的描述，因此，
本研究重点关注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周报。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周报的数据是江苏省内重点水质自动监
测站从 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和氨氮等 4 项指标对水质状况进行监测的报告，这一监测报告将相关站
点分别归入不同水质类型( 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劣Ⅴ类) 。2006 年以来，这 4 项水质监测指标一
直保持不变，数据具有内在稳定性。为江苏省水质自动监测周报提供水质数据的自动监测站中，有 10 个
自动监测站位于太湖流域，即武进港、白塔、五牧、潘家坝、望亭、凤凰、大浦港、直湖港、百渎港和鸟嘴桥。
由于这 10 个自动监测站的水质少有达到Ⅰ类和Ⅱ类的情况，因此，本研究在考察这些站点的水质时将Ⅰ
类、Ⅱ类、Ⅲ类水质的数据进行合并，其他水质数据保持原有分类。数据截取时间为 2006 年 2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以月度进行水质数据汇总，统计各类水质的占比，形成 4 个水质占比变量，将Ⅰ～Ⅲ类水质占比
赋值为 4 分、Ⅳ类水质占比赋值为 3 分、Ⅴ类水质占比赋值为 2 分、劣Ⅴ类水质占比赋值为 1 分; 同时，在
此基础上逐月计算出水质总分，形成一个水质总分变量。
2．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政策。政策变量根据政策文本分别从水污染防治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
中提取，并根据数据可获得性筛选确定。水污染防治政策主要针对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
进行设计，因此，水污染防治政策变量的选取也相应从这 3 个方面切入。( 1) 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方面。
江苏省的政策重点在于发展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能和实现工业废水集中处理。由于新兴产业发展数据
较难获取，而淘汰落后产能数据可以通过污染型企业的数量加以测量，污染型企业数量指标则由流域内各
市的造纸和纸制品业、石油加工业、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医药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造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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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量加总求均值获得，因此，选取污染型企业数量均值这一负向指标加以测量。工业废水集中处理数
据无法直接获取，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水中污染物的含量可以间接反映政策的控制效果，因此，选
取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等 3 个负向指标加以测量。( 2) 农业污染源
防治政策方面。江苏省相关政策要求太湖流域实现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在太湖区域实行禁养区、限养区和
适养区的分类管理，降低农用化肥和农药施用量，推广有机肥和绿肥，因此，选取淡水养殖面积、农用化肥
施用量和农药施用量等 3 个负向指标加以测量。其中，淡水养殖面积为替代性指标，用以替代难以获得数
据的养殖区域类型划分指标。( 3) 生活污染源防治政策方面。江苏省的相关政策强调要加强城市污水和垃
圾处理工程建设力度，改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提升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因此，选取污水处理率、城市污水日
处理能力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等 3 个正向指标加以测量。另外，为了确保污染源防治工作顺利开展，江
苏省的相关政策均涉及水污染防治的资金保障问题，因此，选取环境治理投资额测量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
源和生活污染源的防治投入水平。水污染防治政策的相关指标数据均以 2007—2017 年太湖流域内苏州、无
锡、南通和南京的统计年鉴为基础，每个变量数据均为这些城市数据的均值。生态补偿政策变量的核心在
于单向补偿政策和双向补偿政策的转变，因此，根据单向补偿政策和双向补偿政策的实施时间设置 2 个虚
拟变量。在补偿政策时间节点的截取方面，单项补偿政策的时间节点依据政策实施的时间设定为 2008 年
9 月，双向补偿政策的时间节点依据政策实施的时间设定为 2014 年 11 月。赋值时，时间节点之前均为 0，
时间节点之后均为 1。
3．控制变量。学界研究表明，河湖流域的水质不仅受政策因素影响，还受非政策因素影响。在研究政
策对流域水质的净影响作用时，必须排除非政策因素的干扰作用。气候是学界最为关注的河流水质的自
然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将气候设定为控制变量。气候对水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气温和降水量方面。
Burt 等早在 1988 年就将 1976 年以后英国西南部地区地表水中硝酸盐含量的极速攀升归因于气候变
化［19］; Ｒichard 等研究揭示了气候变化对水质变化的影响，通过实验模拟发现气温升高会导致储藏在土壤
中的氮活性增强，释放更多的氮，从而对水质产生影响［20］; Bates 等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指出全球气温升高导致水体温度上升改变了河湖的化学反应过程，洪水和干旱的发生也严重影响了地表
水质［21］。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气温和降水量作为气候的代理变量。气温和降水量数据来源于世界气象组
织发布的世界城市日均值的月度数据，其中，气温取最高温和最低温的平均数。
(二)数据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处理过程包括: ( 1) 对政策、气候和水质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由于生态补偿政策为二分
类变量，不宜在相关性分析中探讨生态补偿政策和其他变量的相关性，因此，相关性分析仅涉及水污染防
治政策、气候和水质变量，通过相关性分析识别出与水质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水污染防治政策和气候变
量。( 2) 对政策、气候和水质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基于水质的 5 个变量，本研究结合在相关性分析中识别
出的与各类水质显著相关的变量，将生态补偿政策纳入逐步回归分析，以判断对水质改善产生显著影响的
具体政策因素。
三、实证分析
(一)政策、气候和水质的相关性分析
表 1 是除生态补偿政策的单向补偿政策和双向补偿政策外，其他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由表 1 可
知，虽然Ⅴ类水质占比仅与 4 个变量显著相关，但其他类水质占比均与 9 个以上变量显著相关。从水质角度
来看，Ⅰ～Ⅲ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和水质总分与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农业污染源防治政策和生活污染
源防治政策的相关指标均显著相关;Ⅳ类水质占比分别与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和生活污染源防治政策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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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显著不相关;Ⅴ类水质占比与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和生活污染源防治政策的部分指标显著相关，但与
农业污染源防治政策的指标均不相关。从政策和气候角度来看，环境治理投资额与Ⅰ～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
质占比、Ⅴ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水质总分指标均不相关。除Ⅰ～Ⅲ类水质占比外，气候和其他类水质
占比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气温与Ⅳ类水质占比和水质总分显著正相关，与劣Ⅴ类水质占比显著负相
关; 降水量与Ⅴ类水质占比显著正相关。从各变量对水质影响的角度来看，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的 4 个指标
为负向指标，与Ⅰ～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比、Ⅴ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水质总分指标的相关性方向
和生活污染源防治政策的指标正好相反; 农业污染源防治政策的 3 个指标为负向指标，与Ⅰ～Ⅲ类水质占比、Ⅳ
类水质占比、Ⅴ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水质总分指标的相关性方向和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的指标相一
致; 生活污染源防治政策的 3 个指标为正向指标，皆有助于提高Ⅰ～Ⅲ类和Ⅳ类水质的占比以及水质总分，降低
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占比。显然，各变量的影响方向符合人们对政策的预期。
表 1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
Table 1 Mean，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15．853 8．961 1
2 83．901 45．470 0．845＊＊ 1
3 231 558．695 47 267．090 －0．012 0．000 1
4 90．159 4．644 －0．019 －0．014 －0．630＊＊ 1
5 109．145 8．431 －0．024 －0．017 －0．716＊＊ 0．854＊＊ 1
6 325．979 54．564 0．018 0．000 －0．064 0．718＊＊ 0．172 1
7 3 336．183 570．317 0．019 0．013 0．704＊＊－0．927＊＊－0．789＊＊－0．681＊＊ 1
8 2 213．405 580．336 0．016 0．011 0．130 －0．745＊＊－0．525＊＊－0．699＊＊ 0．907＊＊ 1
9 116．285 19．238 0．012 0．000 －0．024 －0．325＊＊ 0．267* －0．547＊＊ 0．133 0．788＊＊ 1
10 2 134．046 178．968 0．000 0．000 －0．831＊＊－0．456＊＊－0．181* －0．615＊＊ 0．662＊＊ 0．852＊＊ 0．388＊＊ 1
11 45．359 2．081 0．017 0．012 0．266* －0．894＊＊－0．650＊＊－0．907＊＊ 0．866＊＊ 0．804＊＊ 0．615＊＊ 0．572＊＊ 1
12 6 116．430 762．822 0．027 0．019 0．317＊＊－0．929＊＊－0．810＊＊－0．831＊＊ 0．923＊＊ 0．814＊＊ 0．598＊＊ 0．465＊＊ 0．864＊＊ 1
13 321．618 58．580 0．025 0．018 0．443＊＊－0．957＊＊－0．835＊＊－0．751＊＊ 0．925＊＊ 0．777＊＊ 0．545＊＊ 0．453＊＊ 0．852＊＊ 0．987＊＊ 1
14 17．561 18．336 0．140 －0．068 0．073 0．568＊＊ 0．370＊＊ 0．458＊＊ －0．560＊＊ －0．570＊＊ －0．467＊＊ －0．478＊＊ －0．614＊＊ －0．564＊＊ －0．566＊＊
15 32．171 16．156 0．362＊＊ 0．162 －0．122 0．485＊＊ 0．441＊＊ 0．141 －0．480＊＊ －0．374＊＊ －0．109 －0．215* －0．399＊＊ －0．488＊＊ －0．500＊＊
16 18．857 9．675 0．174 0．250＊＊－0．142 －0．027 －0．063 －0．200* 0．086 0．181* 0．142 0．257＊＊ 0．106 0．032 0．019
17 31．642 27．228 －0．368＊＊－0．142 0．115 －0．662＊＊－0．539＊＊－0．401＊＊ 0．634＊＊ 0．541＊＊ 0．323＊＊ 0．349＊＊ 0．613＊＊ 0．661＊＊ 0．674＊＊
18 236．114 71．239 0．290* 0．054 0．005 0．654＊＊ 0．492＊＊ 0．439＊＊ －0．638＊＊ －0．586＊＊ －0．380＊＊ －0．436＊＊ －0．640＊＊ －0．651＊＊ －0．660＊＊
注: 1) ＊＊、* 分别表示两个指标的相关性在 99%、95%的水平上显著。2) 第一列和第一行中的数字为各变量的代码。其中，1 ～ 13 分别
代表气温、降水量、环境治理投资额、污水处理率、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工业氨氮排放量、污染型企业数量均值、淡水养殖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 14～18 分别代表Ⅰ～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比、Ⅴ
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水质总分。3) 因表格空间受限，水质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数据未纳入
(二)政策、气候和水质的逐步回归分析
根据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本研究分别对Ⅰ～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比、Ⅴ类水质占比、
劣Ⅴ类水质占比、水质总分与相关性分析中识别出的与各类水质显著相关的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且在
对每一类水质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将单向补偿政策和双向补偿政策均纳入逐步回归分析中。由表 2 可
知，Ⅰ～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比、Ⅴ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水质总分的回归方程均达到显著
性要求，Ⅰ～Ⅲ类水质占比和Ⅳ类水质占比的逐步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在 20%以上，Ⅴ类水质占比、劣Ⅴ
类水质占比和水质总分的逐步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在 15%左右。如果将Ⅰ～Ⅲ类水质和Ⅳ类水质视为较
好水质，将Ⅴ类水质和劣Ⅴ类水质视为较差水质，那么，根据研究结果，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
和污染型企业数量均值会显著降低较好水质的占比，显著提高较差水质的占比; 单向补偿政策会显著提高
较好水质的占比，双向补偿政策会显著降低较差水质的占比; 降水量会显著提高较差水质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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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政策、气候和水质的逐步回归分析
Table 2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of water quality，climate and policy factors
变量
Ⅰ～Ⅲ类水质占比
标准 B
( B)
t
Ⅳ类水质占比
标准 B
( B)
t
Ⅴ类水质占比
标准 B
( B)
t
劣Ⅴ类水质占比
标准 B
( B)
t
水质总分
标准 B
( B)
t
工业废水排放量 －0．224 －2．170*
( －0．005)
工业氨氮排放量 －0．467 －4．422＊＊＊
( －0．460)
污染型企业数量均值 0．332 3．507＊＊＊
( 0．046)
单向补偿政策 0．364 3．512＊＊＊
( 13．592)
双向补偿政策 －0．387 －3．510＊＊＊ 0．408 3．744＊＊＊
( －14．929) ( 50．057)
降水量 0．227 2．401＊＊
( 0．013)
调整 Ｒ2 0．218 0．287 0．145 0．137 0．155
标准误差 16．871 13．656 9．012 17．336 54．496
F 值 19．551＊＊＊ 26．887＊＊＊ 9．076＊＊＊ 12．318＊＊＊ 14．016＊＊＊
注: ＊＊＊、＊＊、* 分别表示变量回归系数的 t 值和方程的 F 值在 99．9%、99%、95%的水平上显著
1．政策对水质的影响差异显著。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对Ⅰ ～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比和Ⅴ类水
质占比影响显著，生态补偿政策对Ⅳ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和水质总分影响显著，农业污染源防治
政策和生活污染源防治政策对水质影响不显著。具体来说: ( 1) 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方面。工业废水排
放量在 95%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Ⅳ类水质占比; 工业氨氮排放量在 99．9%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Ⅰ～Ⅲ类
水质占比; 污染型企业数量均值在 99．9%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Ⅴ类水质占比。研究结果表明，太湖流域
水污染防治政策中的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至关重要，加强工业污染源防治，减少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氨
氮排放量将有助于提高Ⅰ～Ⅲ类水质和Ⅳ类水质的占比，减少流域各城市的污染型企业数量均值将有助
于降低Ⅴ类水质占比，即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太湖流域水质改善。太湖流域工业污染源
防治政策对水质改善影响显著与该地区工业发达以及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贯彻执行较好密切相关。太湖
流域所在的苏南地区是中国典型的工业强区，工业发展程度高导致工业污染排放量大，政策对工业污染的
影响空间也相应地增大，因此，推进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的有效实施，将有助于改善太湖流域水质。同时，
江苏省针对太湖流域制定的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贯彻执行较好。如江苏省为了保障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
的贯彻落实，省财政自 2007 年起每年安排 20 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太湖治污; 在流域各地和流域重点断面分
别推行河长制和断面长制，由各地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河长和断面长; 加大治污力度，关注流域内工业企业
的清洁生产审核，提高化工行业的准入门槛，督促化工和印染行业采用更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 注重行政
执法，加强对重点污染企业的专项执法检查。( 2) 生态补偿政策方面。生态补偿政策变量中，单向补偿政
策在 99．9%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Ⅳ类水质占比; 双向补偿政策在 99．9%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劣Ⅴ类
水质占比，显著正向影响水质总分。研究结果表明，单向补偿政策可以显著提高Ⅳ类水质占比，双向补偿
政策可以显著降低劣Ⅴ类水质占比与显著提高水质总分，从而促进水质改善。这主要是缘于生态补偿政
策在环境治理资金筹集方面改变了单纯依赖上级拨款的模式，流域地方政府必须为污染买单，这种制度设
计明晰了水质污染的责任，并以补偿金缴交方式督促地方政府采取治污行动。而且，两种生态补偿政策的
政策效果与环境治理投资来源和数额密切相关。在单向补偿机制下，上游水污染治理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本地，且在水污染治理成效不理想时还要额外支付补偿资金; 在双向补偿机制下，如果上游水质达标，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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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治理的资金来源则包括本地资金和下游补偿资金。显然，两种补偿机制下，双向补偿对上游地区具有正
向和负向的双重激励作用; 且在双向补偿机制下，上游污染治理资金来源更多、数额更大，有助于上游对水
污染实施更深层次和更全面的治理，从而能够更显著地减少劣Ⅴ类水质占比，以利于水质改善。
2．气温和降水量对水质的影响差异显著。气温对Ⅰ ～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比、Ⅴ类水质占比、
劣Ⅴ类水质占比和水质总分的影响均不显著; 降水量在 99%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Ⅴ类水质占比，即降
水量的增加会导致较差水质占比的提高。这主要是缘于太湖流域雨季跨度相对较长，降雨量丰富，而梅雨
季节正值农作物生长迅速且农用化肥施用量和农药施用量较多的季节; 同时，这一时期天气炎热，各种易
挥发的大气污染物易通过降水注入河流中，因此，降水虽然有助于净化空气和地面，但也导致大量污染物
随着降水注入河流中，从而加大太湖流域的水污染，导致其水质恶化。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本研究从江苏省太湖流域的水污染防治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中提取水环境政策的影响因素，运用相
关性分析方法分析政策、气候和水质之间的关系，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政策、气候和水质之间的
因果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政策对水质的影响差异显著。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对Ⅰ ～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比和Ⅴ类水
质占比影响显著，生态补偿政策对Ⅳ类水质占比、劣Ⅴ类水质占比和水质总分影响显著，农业污染源防治
政策和生活污染源防治政策对水质的影响不显著。
2．气温和降水量对水质的影响差异显著。气温对Ⅰ ～Ⅲ类水质占比、Ⅳ类水质占比、Ⅴ类水质占比、
劣Ⅴ类水质占比和水质总分的影响均不显著; 降水量在 99%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Ⅴ类水质占比。
(二)对策
要推进太湖流域水质的持续改善，应进一步推进工业污染源防治、完善水污染防治的生态补偿、发展
城市清洁和绿色农业，以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
1．推进工业污染源防治。基于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对太湖流域水质的显著影响，应不断完善工业污
染源防治政策，并推进其有效执行。具体可从以下 3 个方面着手: ( 1) 完善工业污染源防治的责任分解和
绩效考核制度。为了减少工业污染、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江苏省应在层层分解太湖流域污染物控制目标的
基础上，将污染型企业数量控制目标涵盖进来，形成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污染型企业数量控制相结合的治污
双保险责任体系; 将太湖污染治理绩效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中，适当加大公众对干部为政期间工业污染治理
成效的评价分值和权重，以保证考核结果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工业污染治理的惠民成效; 强化对政策执行
过程的监控，尤其是上级对下级的监控不应只对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和流域水质实施监控，还应在平时的工
作中通过突击工作检查、内部信息沟通、外部走访等多元化的方式展开。( 2) 全面实行企业污水预处理和
差异化的污水处理收费制度。为了进一步改善太湖流域水质，应在全流域实现企业污水预处理，逐步提高
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保证全部工业污水都能在污水厂实现二次集中处理。同时，为了提升污水处理
企业的发展积极性和污水净化效果，应全面实施差异化的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可在太湖流域工
业污水集中处理过程中结合污染物浓度设置合理的价格区间，实施差异化的污水处理收费制度，这也有助
于推进企业污水排放的预处理，达到逐步降低污染物浓度和从源头上减少排污的目的。( 3) 加强工业污
染源防治政策执行中的公众监督。工业污染源防治政策的执行成效与公众监督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可在
河长制实施的基础上，采用志愿者方式推动公众参与太湖流域的工业污染源防治工作，即发动在校学生和
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组成志愿者队伍参与河流养护、工业污染违规排放监督等; 同时，构建和完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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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公众参与渠道，通过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 如环保监督 APP) 等多元化的渠道对太湖流域企业排污
进行动态管理，这有利于公众及时、全面地监督企业的污染情况。
2．完善水污染防治的生态补偿。为了进一步改善太湖流域水质，应从完善生态补偿标准与生态补偿资金
的收缴和使用着手，切实推进生态补偿的有效执行。( 1) 完善生态补偿标准。太湖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采用
以补偿因子为基础的生态补偿核算法。中国河流和湖泊的主要污染物包括总磷、总氮、氨氮、生化需氧量、化
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等。目前，两种生态补偿政策的补偿因子数量都较少，其中，单向补偿政策选取化学
需氧量、氨氮和总磷作为补偿因子，双向补偿政策选取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总磷作为补偿因子，不利于全面
衡量水质，应根据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太湖流域水质监测的污染物浓度，分阶段有步骤地增加补偿因
子，以便更好地推进流域内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2) 完善生态补偿资金的收缴和使用。要推进双向
补偿政策的实施到位，必须确保生态补偿资金能够及时收缴与合理地用于水污染防治工作。鉴于此，应适当
对地方政府放权，推动生态补偿资金在地方政府之间直接交接( 地方政府只须向省财政报备交接情况) ，增大
地方政府在生态补偿资金支付中的自主权，以有效调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主动性; 同时，省财政可针对地
方政府生态补偿资金的支付和使用情况设置专项奖励金，对及时支付生态补偿资金且将生态补偿资金切实
用于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进行奖励，以有效调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积极性，从而优化政策执行效果。
3．发展城市清洁和绿色农业。基于降水量对太湖流域水质的显著负向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太湖流
域水质，太湖流域地方政府须注重城市地面清洁与绿色农业生产，避免降水量较大导致太湖流域污染物增
加。( 1) 发展城市清洁。城市地面清洁既与地面固体垃圾有关，也与空气沉降物密切相关。城市环卫部
门要确保日常地面彻底清扫，垃圾及时清运; 同时，地方政府应将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和城市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结合起来，减少空气污染造成的沉降物，降低降水将空气沉降物冲入太湖的机率，尤其是梅雨
季节要特别注意地面清洁和空气污染防治。( 2) 发展绿色农业。地方政府应着力于发展绿色农业，鼓励
和推进农民增施有机肥，减少农用化肥施用量和农药施用量，以降低氮、磷等化学污染物和药残随雨水流
入太湖的可能性; 同时，土壤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应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工作，减少林木砍伐和植被损坏，逐
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从而降低雨水将裸露的土壤冲入河流并带入太湖的机率。
(三)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水环境政策是相对宏观的政策安排，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采取
相关措施监测和控制河流两岸的工农业发展，但相关措施无法在统计数据中得到全部体现。基于此，本研究
未能将部分可能对太湖流域水质改善产生显著影响的政策因素纳入实证分析中。因此，本研究对政策和水
质的关系分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政策的实际影响。今后研究应尝试通过不同方式获取政策数据，进
一步扩大政策变量的覆盖范围，如在统计数据之外，综合相关机构的档案数据和访谈数据等展开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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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y determinants of the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ai Lake Catchment
MENG Hua
( College of Public Policy，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water policy variables，derived from the Tai Lake Catchment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treatment policy and the
ecological policy，were analyzed with climate and water quality variables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impacts of policy variabl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dustrial pollutant control and treatment
polic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percentages ofⅠ～Ⅲ，Ⅳ andⅤ typed water． Ecological polic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percentages
of Ⅳ，below Ⅴ typed water and the total score of water quality． Living and agricultural pollutant control and treatment policies are
insignificant to water quality． The impacts of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emperature has no remarkable impact
on water quality variables ofⅠ～Ⅲ，Ⅳ，Ⅴ and below Ⅴ typed water，while rainfall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percentage of Ⅴ typed
water at the significance of 99%． Based on these findings，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trengthen industrial
pollutant control and treatment policy，improve ecological policy，guarantee city street cleanness and develop rural green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water quality in Tai Lake Catchment．
Key words: water quality of Tai Lake Catchment;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treatment policy; ecological policy; temperature;
rain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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